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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国社会学创建的年代正值经典（自然）科学处于顶峰的时代。在唯

科学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社会学方面一度盛行因

果一元论的决定论。为了改变此种状况，韦伯把“价值分析”引入社会学研

究，设立了因果性说明与意义理解两种研究进路。这不仅弥补了方法论的不

足，而且还形成了文化意义的社会动力学。凭借此种方法，韦伯最终较为合

理地解释了西欧不同地区以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和社会现代性变迁问题，并

为后人发明“轴心文明”概念和深化这一视角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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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关于社会向现代性演化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尽管他认为在历史发展中不存在单一的自变量，“反对”把某一因素挑
选出来作为一般而言的现代生活的“终极”原因（韦伯，２００７ａ：６８；斯威
德伯格，２００７：７６），但是如果我们通盘审视，便会发现他的分析和解释
还是明显有所侧重的。下述韦伯在《世界诸宗教的社会心理学》中的一
段名言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不是理念，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直接支配着人的行为。
然而，由“理念”创造出的“世界形象”（Ｗｅｌｔｂｉｌｄｅｓ，ｗｏｒｌｄ
ｉｍａｇｅｓ）１常常像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
益推动向前。（Ｗｅｂｅｒ，１９４６：２８０）

１．德语 Ｗｅｌｔｂｉｌｄｅｓ一词，英文译为ｗｏｒｌｄ　ｉｍａｇｅｓ（世界形象）或ｗｏｒｌ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世界图像），但德
语该词本身还有“世界观”的含义，这含义似乎更贴切一些，由于引文引自英文，故保留原英文
的译法。

不难看出，韦伯非常重视现实生活中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驱动
的作用，这被视为社会变动的基本因素。除此之外，他在其主要著作中
还谈及政治、法律、文化（尤其是作为文化集中体现宗教）与社会变迁的
关系，这说明他对社会动力学有着较为完整的思考。然而尽管如此，由
于方法论和知识论的缘故，他在社会动力学方面更多地致力于文化张
力和价值取向之作用的分析。也就是说，关于社会变迁的动因，他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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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突出地探讨了观念、伦理、心态转变的关键作用。这也是本文的重
点所在。它符合韦伯力主以意义理解（诠释方法）弥补单纯因果分析之
不足的一贯思想。
可以说，利用这一原理和方法，韦伯不仅较好地解释了现代性为何

只在西方文明中独立产生的现象，而且有关东方社会向现代性演化的
难点问题也获得了较佳的说明。

一、从诠释的方法到文化意义的社会动力学

德国社会学创建的年代正值经典（自然）科学处于顶峰的时代。科
学的辉煌成就和无与伦比的威望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使得人们不仅以
此类科学观看待一切，而且还对其范式和方法持有一种万能的信念。
因此，差不多从１９世纪上半叶开始，这种自然科学的观念、范式和方法
先后在法、英、德等国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并逐渐获得了霸主地
位。这种科学世界观及其方法万能的观念被后人称为“唯科学主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哈耶克，２０１２），它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表现就是孔德开创的
实证主义以及种种有关社会变迁的机械性因果一元论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ｏｎｉｓｍ）的决定论（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当然，在当时的西方，并非所有学
者都承认这种观念和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在德国，由于思
想和知识传承的差异，某些学者开始自觉抵制这种唯科学主义观念
和方法论并试图开辟一条符合德国学术和知识传统的创新道路，即
社会科学领域的“价值论”或“价值分析”之路。韦伯便是参与这种学
术创新活动的最早的学者之一。韦伯并非这一活动的创始者。作为
海德堡学派出身的学者，他受到尼采、新康德主义学派（尤其是李凯
尔特）以及齐美尔的某种影响（韦伯，１９９９：４９）；当然，李凯尔特在其
《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一书中也谈到韦伯在此种方法论方面的创新
贡献，可以说，他们是相互影响。然而，就社会学领域而言，韦伯显然
是这方面最早的开拓者。这种学术上的创新其目的是在社会学领域
反对当时流行的忽略目的和意义的“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科
学主义），尤其是那种因果一元论的决定论，以及它在社会演化模式
上的表现：教条的“单线论”和某种“经济决定论”（这类观念在２０世
纪曾盛极一时，被哈耶克［２０００ａ］斥之为科学理性“致命的自负”），从
而创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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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阅读过韦伯著作（尤其是方法论著作）的人，都应该感受到韦
伯在与类似法学家卡尔·宾丁（Ｋａｒｌ　Ｂｉｎｄｉｎｇ）那样的主张因果一元论
的学者论战。当然，不容置疑的是，韦伯也在与马克思对话，２甚至不
排除暗含着对涂尔干批评。３那么，韦伯的论战或对话的焦点是什么
呢？除了方法论问题外，其主要是围绕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如何形成的
问题展开的。也就是说，从自主性上看，现代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为何只
在西方形成，其究竟是世界普遍的过程还是西方文明（文化）特有的现
象？（韦伯当然认同后一种观点）。其背后的潜台词则是：能否从价值

２．关于马克思，韦伯（１９９９：４２）承认“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概念对人们“具有巨大的，甚至是
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其阐述的“规律”和“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是正确无误的”。然而，
我们知道，韦伯对当时流行的某种“历史唯物主义”却持某种反思与批评态度。究其原因除了
学术认知外，主要在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愈来愈带有一种因果一元论的决定论色彩，成为忽
略目的和意义的“唯科学主义”的变种。它在社会演化模式上就表现为一种教条的“单线论”。
而这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还是有较大出入的。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思想远比当时人们所了
解的要丰富和复杂得多。马克思在表述众所周知的社会发展图式的同时，还提到了亚细亚、
日耳曼和斯拉夫形态（马克思，１９７９：４７２－４７３），这表明他具有一种多线发展论思想。马克思
认为，他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阐述的社会发展图式只是根据西欧实际情况抽象出来
的“一般类型”（即“最一般结果的综合”），“我们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
的”。然而，一旦“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了”（马克思，１９７２ａ：１６０；
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７２：３１－３２）。因此，马克思反对把他概括的一般类型当成适用于各个历史
时代的药方和公式。他在回答俄国民粹派主要发言人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其思想歪曲时指出：
“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
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
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１９７２ｂ：１２９－１３０）。此外，关于“经济决定论”问题，
这也并非原本马克思的想法。马克思在阐述技术和经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谈到非
经济因素对资本主义成长的重大作用。例如马克思谈到了作为“交往形式”的“市民社会”及
其与生产力的相互制约作用，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马克思、恩格
斯，１９７２：４１），甚至他还谈到新教观念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正面影响（马克思，１９７５：１８８）。实际
上，如果说马克思是从现代性角度论述资本主义共性的话，那么，韦伯，如赫勒（２００５：５６）所
言，则多少有些像从后现代角度看问题的人一样 “主要对现代性的特殊性和它的差异感
兴趣”。

３．涂尔干（２００３：２７１－２７２）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当在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中牢固确立起来的
决定论观念最终扩展到社会秩序的时候，社会学才会出现”。涂尔干要为社会学寻找自然科
学那样的确定性，使之摆脱一般性哲学思辨而真正成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探索，无疑具有积极
意义，然而当他面对一些属灵性的社会现象时，他最终不得不诉诸意义理解，从而走到诠释的
方法上去。这表明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困境和不足。韦伯并不反对实证方法，因
为他本人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精神。他与多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果社会学研究只停留在实
证主义方法上而缺乏对意义的理解（价值分析）的引领，那么社会学研究就只能停留在问题的
表面而难以真正获得深层的内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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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或文化张力和价值取向）视角———一种不同于以往决定论的社会
动力学视角———看待社会变迁问题。对于韦伯而言，方法和知识论同
所探讨的问题密切相关。前者得不到解决，后者也难以获得合理的解
释。反之亦然，一旦后者获得满意的解答，不仅现代理性化资本主义成
长的缘由能够得到很好的说明，而且他所创新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
方法也随之得以形成和证明。两者相互印证，彼此支持。那么，韦伯是
如何思考和说明的呢？

４．韦伯把资本主义分成若干类型，并认为，资本主义在前现代文明社会的商业活动中广泛存
在，如政治资本主义和传统商业资本主义等等（韦伯，２００４ａ：３１；斯威德伯格，２００７：第二章、ＶＩ）。

众所周知，在韦伯之前，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如何产生的问题，一
些伟大的思想家或学者已经给出了某种深刻的答案，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马克思的阐述。作为一种从西欧历史发展中抽象和总结出来的
基本原理，它的确能够很好地解释近代以来西欧的社会变迁现象。
不过，当人们把视线转向非西方的时候，便很快会发现仅仅以此说明
这些地区文明的情况，在解释上还略显不足（马克思自己也这么认
为）。譬如，像韦伯所言的古代东方中国、印度等诸文明中早就存在
“资本主义”，４然而，这些因素并未在任何一地促成其自主向现代理
性化的资本主义类型转变———韦伯认为这恰恰是西方文明所独具的
特色。再比如，在近代以前，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有着发达手工业经济
和生产力的文明古国，直到１８００年其工业生产在世界的份额仍分别
占到３３．３％与１９．７％（这远比西欧中世纪末期手工业经济发达），而
同期整个欧洲在这方面的占比只有２８．１％（肯尼迪，１９８９：１８６）（尽
管后者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之上并且很快会超越前者），但是，这
种差不多在前现代更发达一些的经济和生产力并没有导致这两个国

家像西欧那样自主实现向现代性转型。东西方中古时期在生产力
（经济和技术）方面差不多（东方实际上更强一些），但其发展结果却
大不相同，其中必有超出已有理论解释范围的其他重要隐情。此外，
在非西方社会，同样存在因经济利益引发的冲突和矛盾，尤其是阶级
斗争，尽管它们对社会变迁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终未导致现代性革
命和社会剧变的产生，其无一例外地陷入“历史循环”。再有，即使是
西方，拉丁或天主教地区与日耳曼或新教地区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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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异（前者在“资本主义精神”方面远不如后者）。以上事例表
明，事情远比人们认知和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有鉴于此，韦伯当然要
另辟蹊径，在基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寻找一种更能够具体合
理解释此类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当然，韦伯从未否认马克思的社会
理论（如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推动作用的理论，尤其是利益冲突和阶级
斗争导致社会变迁的理论）。然而，他认为只有这些理论还不足以说
明问题，特别是在其被教条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样，韦伯也不完
全否认因果论的说法，只是认为单凭这一方法难以深入理解人类社
会活动。为了改变这种研究情况，韦伯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社会学理
论和方法以期对现有社会学理论予以补充。这就是其著名的“诠释
社会学”（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或“理解”的社会学（韦伯不是这一方
法和概念的发明者，但却是最早将其引入社会学研究并获得成功的
学者），亦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两种基本方法。其中
“理想型”（ｉｄｅａｌ　ｔｙｐｅ）和“价值参照”（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ｖａｌｕｅｓ）的知识论突显
出了它的重要性。
韦伯创新研究方法和知识论，为其文化意义的社会动力学奠定了

基础。那么，他是如何从学理上完成这一构造的呢？以下，笔者先对此
展开具体的分析。
首先，在韦伯看来，研究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懂得社会科学（当时

在德国被称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这个区别，概括起来
讲，就是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社会科学的对象是含有目的和意义并
且涉及人们之间复杂关系和心理活动的社会现象，而自然科学的对
象则是不具有这些特征的自然现象。前者充满易变、异质，以及个别
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后者则受确定性的机械因果联系支配。因此，自
然科学往往可以获得较为清晰、普遍的概念和一般定律（规律），而社
会科学获得的概念和所谓“规律”则具有较大模糊性和低确定性，而
且它们越是普遍或一般，其模糊性和低确定性就越大（概念和普遍规
律的科学性及准确性来自对象的普遍性和确定性，显然这是自然科
学而非社会科学所具备的条件）。当人们把这种从某一方面或社
会—文化领域得出的概念或规律上升到普遍或一般性，并用以解释
其他方面或社会—文化领域的问题时，往往会出现许多难以自圆其
说的问题。因此，韦伯主张在研究社会问题时，不仅重视规律，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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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重视“规律”之外的特殊性（即“历史的个体”———韦伯引自李凯
尔特的术语），由于概念、范畴、规律等“一般”性被认为难以完全说明
社会现象，韦伯自然把主要精力和兴趣放在意义、价值、文化之“特
殊”性的方面。这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特色。
其次，韦伯的方法和知识论强调社会事件是作为主体之人的行动

结果，它涉及行动者具体的社会关系或互动（“牵涉到他人行为”）、目
的、意义和动机，体现了人们所处社会的习俗、规范和制度的作用，隐含
着某种价值取向，因此社会学研究不仅注重人们行动的社会性，而且还
要强调其“文化意义”。正如韦伯（１９９９：２３，２５）所言，“在始终是无限多
样的个别现象中，只有某些方面，即我们认为具有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
的那些方面，才是值得认识的，只有它们才是因果说明的对象”；又说，
人“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
和意志。……无论这种表态的内容是什么，这些现象对我们来说都具有
文化意义，对它们的科学兴趣也仅仅建立在这种意义之上”（当然，韦伯
强调对文化意义的重视不是心理学的，而社会学的）。

５．韦伯的观点符合当代“复杂性范式”，参见莫兰（Ｍｏｒｉｎ，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再者，由于关注人行动的意义，其自然主张一种不同于因果一元
论的因果多元论（ｃａｕｓ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也就是对因果关系进行诠释的理
论。这种理论在解释社会活动的因果关系方面采取如下观点：（１）社
会事件的发生往往由多种因素所致；（２）社会事件的原因具有复杂
性，人们的行动或事件发生的诸多因素常常互为因果（因与果可以彼
此转化）；（３）社会领域的因果关系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机械、单向
和固定的因果关系架构，由于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且行动者的自
由意志会在因果链条上制造缺口，因此这种因果关系存在不确定
性；５（４）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即人类社会活动在
因果链条上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随机性使得因与果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因而严格的决定论难以成立；（５）因此，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过
程中只能采取所谓因果性说明加诠释的方式，亦即社会科学研究的
途径不以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那种因果论为谋，而注重对事件成因的
解释和评估；（６）由于以上诸多因素所致，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
性”，实质上是一种借助因果性说明（推断和评估）从“客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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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适当的因果关系”的过程。它在判断上“本质上允许有程度等
级”，“可以依靠对‘概率计算’进行逻辑分析时运用的原则来这样想
象逻辑关系”，以便把相关可能性分离出来，并通过“有利性”程度的
判断和根据经验规则，获得对事件之具体成分的因果“意义”的洞识
（韦伯，１９９９：９９－１０１）。也就是说，除了在人们所知范围内，对可能
的原因进行尽可能妥当的推断、筛选和定夺外，没有其他良方。这一
过程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各种材料或资料的准备和选取的好坏。总
之，在韦伯看来，那种认为事件皆由一个原因导出，或把事件的成因
都化归到一个或根本原因上去的理论，是不可取的。他反对在社会
科学方面把因果关系作为传统的充足理由律（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来看待，认为这本是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里的“第一原则”，一
旦被普遍化为所有领域的第一原则，尤其是用于与“主体”活动有着
密切关系的社会领域，便会使人们搞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研
究方法的区别，误以为后者在做着与前者同样的因果关系研究。而
实际上，对原因权重的选取和推断本质上是有主观性的，属于形而上
范畴。因此，韦伯反对把社会世界完全自然主义化，把社会—文化研
究唯科学主义化，并且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因果解释若不
以“价值分析”为“向导”，“因果追溯就必然失去指南而在漫无边际的
大海上飘荡”（韦伯，１９９９：７６）。
应当说，韦伯的观点和方法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诉诸诠释、推

断和评估———这也会增加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然而却是社会科学研究
的无奈之举。在这方面人们很难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即使是韦伯所
说的那种价值中立（ｖａｌｕ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如人们所知，韦伯也没有能够完
全做到）。这表明，社会学研究者只做实然陈述而不触及应然之事（只
做社会学的科学研究而不涉及伦理）恐怕只是一种想象。那么对方法
上的缺陷如何补救呢？韦伯似乎了解问题的所在。他力图通过其创新
的知识论和价值参照理论弥补缺陷。这也是其诠释理论和因果性说明
方法的第四点。我们先来看前者。
韦伯的知识论以其“理想型”的提法著称。大家知道，不论原始

的经验调查数据抑或历史资料，其本身既不会说话，也非真知，只有
通过概念、范畴和定理（规律）进行转化之后，实在的知识才能出现。
换言之，我们所谓的真实，实乃通过概念抽象和逻辑思维重新建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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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真实，是经过心灵活动的产物。６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这种转化
还能具有普遍真实性，如水的概念或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不会因时间、地点或民族、文明不同而发生
改变，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与精神因素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
领域）概念或定理（规律）的普遍真实性便大打折扣，如韦伯举例和考
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等等，这些概念（范畴）及其相
关知识或规律的内涵会因时间、地点、民族、国别、文明等等差异而大
不相同，有的甚至满拧。当然，不是说这类概念或规律完全没有真实
性，因为其共性存在，但真实性的程度和普遍性相比自然科学概念或
定律而言会大大降低。“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
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或者说它把生活中的某些
联系“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正因为如此，
韦伯说它们是理想型。这种理想型是心灵建构的产物，严格地说，在
客观现实中，人们很难发现完全符合现实的或作为真实物翻版的社
会科学概念或规律。在这个意义上，韦伯（１９９９：３１）认为理想型具有
“乌托邦的性质”是十分恰当的。

６．人类在认识论上自康德以来有了重大突破。康德在综合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
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知性为自然立法”的著名论断（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积极
意义在于，它一方面指出了心灵需要得到经验证据才能获取知识，另一方面同时又认定认识
本身也是心灵对感觉和材料主动整理、组织和构造的过程。心—物之间不存在照相式的简单
对应关系，因为人们在认识活动中是通过心中已有的某种参照系进行的，培根那种完全摆脱
“预知”的经验论只是理想。因此，认识既与经验证据有关，又受这个参照系限制，二者缺一不
可。康德的错误在于，除了“自在之物”的观点外，主要是他把这个参照系视为人类绝对“先天
的”和主观的，而实际上正如此后马克思、涂尔干等知识社会学的奠基者们所指出的，它只是
人类长期文化积淀的产物，是人一出生“社会事物”“强加”于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知识，
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的获取，必然受马克思所发现的集体无意识（阶级意识、群体或党派意
识，等等），和韦伯所强调的“文化意义”（诸如社会传统、习俗、民族历史、价值取向，等等）以及
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的无意识的影响。实际上，人类在这方面获得的“知识”大多数接近于
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意见”（“在知识和无知之间有一种被我们称之为意见的东西”）而非（普
遍）真理。正是基于这些“意见”，人类在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才有丰富多彩的多元性和种
种特殊性。而构成真理的知识只是某些干瘪的抽象，其普遍性和效用较之自然科学也相对降
低。换言之，这种普遍性和有效性受到文化价值和社会因素的较大限制。

不过，尽管如此，韦伯认为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情况下，这
种理想型仍是人们实用和有效的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只要人们意
识到它的思想特性，记住它是基于对现实的某些成分的抽象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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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记住我们所有的“认识”都与一种以概念方式塑造的现实相关，
一句话，记住它具有某种理想化和夸大性的特点，不可以社会科学概
念和规律完全代替现实即可。正如韦伯（１９９９：１０１）所言：“为了能够
透视现实的因果联系，我们建构起非现实的因果联系”。这是不得已
而为之。通过理想型，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不受个人偏见影响的严谨
的概念、范畴、因果联系图式或规律，从而可以对某一具体社会现
实———譬如早期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估量，看一看它与此一理想
型之间有何种差别，也就是那时的这种制度究竟含有多少资本主义
成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认识到在人们互动的
社会领域，同一概念或范畴所指的内容，同一规律所总结的趋势，在
不同的时间地点或文明中的现实情况实际上是有很大出入的。例
如，“民主”、“平等”这样的概念所反映的经验现实在世界各地就大不
相同。所有这些促使现代人更加关注世界的多样性和社会现实的特
殊性，而这才是更为接近真实情况的。概念、范畴、规律给出共同的
参照系，而只有经验研究才能引出特殊性和多样性，两者综合构成完
整或统一的社会研究工作。韦伯本人也恰恰是如此来实践的，他愈
是想雕琢一个抽象而普遍的概念或原理，就愈是为个别事物（“历史
的个体”）所吸引（进行多样性实际考察和比较）。虽然，他在研究中
将西方文明作为参照系———这难免被认为隐含西方中心论色彩，但
他的研究成果表明他深知西方文明也具有独特性，懂得世界诸文明
皆各成一局，从而也能够使他比其他人更易于识破普遍概念或规律
的某种“空洞性”和假象，看到真实世界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韦伯之
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方法论和知识论的特点，尤其是内涵
于其中的、作为其核心的文化价值分析。“我们就是文化人”（韦伯，

１９９９：２５），７人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来自其文化与价值的多样性和特殊
性，任何社会学研究无法摆脱深层的文化视角，不能不用价值分析。
这是它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同一概念为何会有不

７．其实韦伯的这一表述源于李凯尔特（２００７：９２）：“当他［指人］”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物，而
是一个文化人（ｋｕｌｔｕｒｍｅｎｃｈ）的时候，他便是‘精神的’。”

同经验实在的区别所在。当然，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也是区
别的标志，但它们本身与文化交织在一起并受其制约。文明或社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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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区别归根结底是价值（取向）的区别。
由此，我们看到，韦伯的理解或诠释的社会学，本质上就是通过

解释经验现实的“文化意义”来理解经验现实。此种研究自然与价值
分析密切相关，亦即把“价值”的思考引入社会学研究是其必然的逻
辑。８这也是德国学派（如弗赖堡学派或海德堡学派）的特点。按这一
派观点，价值指事物或现实对象的有效性和意义，它“附着于它们之
上，并由此使之变为财富”；此外，它“还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使这
种活动变为评价”（李凯尔特，２００７：８３）。也就是说，价值附着于其上
的事物或对象是现实的、客观的，而价值本身则是“非现实的”，是相
对的，带有某种主观性，对于“理念价值”（ｉｄ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和“规范价值”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尤其如此。例如，基督教是一种客观实在，对于基
督徒而言，它们当然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对于无神论者或其他信仰
者来说，则意义不大或者没有什么价值。同样，个人主义的自由对于
现代某些西方人而言弥足珍贵，但在世界许多地方则被视为洪水猛
兽。可见，价值尤其是文化价值因人（或文化）而异，具有多样性和特
殊性。“假如把价值与文化对象分开，那么文化对象也就会因此而变
成纯粹的自然了”（李凯尔特，２００７：３０），从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
对象的研究上也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价
值本身是可以与其对象“分离的”，其实质在于它的效用和意义。一
个事物是否具有价值要看其是否具有效用或意义。而这对于不同文
化或文明来说在许多方面则是相异的。正是看到这一点，韦伯把文
化价值分析置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借助这一点，他看到了世
界的多样性和每一种文明的特殊性。

８．韦伯（１９９９：２１）明确指出，“文化概念是一个价值概念”，因此文化分析也就是价值分析。

关于价值分析，韦伯认为，它有如下功能：首先，它使得经验讨论
富有意义，“是所有这类有益的讨论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文化兴趣，
也就是价值兴趣，正是也为纯粹经验科学的工作指明了方向的东
西”）；其次，它“有利于以经验的方式因果地考察人的行动，以便认识
人的行动的真正的最终动机”；复次，价值讨论有利于发现真正对立
物或立场，把握对立面所真正意指的东西（韦伯，１９９９：１２１，１２７）。在
这一基础上，韦伯基本认同李凯尔特的“价值关联”（ｖａｌｕ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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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价值参照”的范畴和方法。前者（价值关联）指研究者选择主题
时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倾向性，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中的问题
是根据被讨论的现象的价值关联而甄选出来的。通过价值关联，研
究者在选择时可以透过一般性发现“历史的、个体化的”真实因素，把
有意义与无意义的、本质与非本质的、主要与次要的成分区别开来，
从而真正做到选择的“有效性”以及对个人的主观随意性的排除。韦
伯对西方“理性化”这一主题的甄别便是其方法的具体体现。后者
（价值参照）指通过比对的方式发现他者最具差异和价值的因素。通
过这种参照，研究者在面对所搜集的大量资料时可以依据价值系统
进行取舍。比如参照“现代性的”价值（某种意义上又主要是西方理
性化的价值）对“传统的”（或非西方）社会进行研究，或依据“新教伦
理”的价值（“资本主义精神”）研究天主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佛教
社会，反之亦然。通过这种参照，人们可以洞悉每一种文明或文化—
社会中最有意义和效用的东西。价值的发现，就是最大效用的发现。
它使人们能够认清对一个社会的变迁而言真正起积极或消极作用的

东西是什么（或者说在某些人或文化中被视为有利，在另一些人或文
化中却被视为无益的东西是什么）。韦伯秉承了源于尼采的这样一
种观念：社会历史就是在不断的价值重估和重建中变动的。当然，韦
伯的这种方法或观点，如他所言，常被指为“相对主义”和带有某种主
观性，但他认为其价值诠释是与因果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将因果分析
与意义理解两种研究进路结合起来，是韦伯社会理论和方法的精
髓），因而可以克服相对主义。不过即便如此，人们也必须认识到，严
格的经验科学可以提供事实，但无法使人免除意义选择或价值判断，
因为每个人都无法超越自己的知识维度（即使不考虑利益因素的
话）。因此所有问题最终都归结到“效用”之上。
正是通过因果分析与意义理解两种研究进路的结合，尤其是基于

其知识论（“理想型”）、价值分析以及价值关联和价值参照方法，韦伯在
研究中易于看到不同文化（文明）圈的较大差异和一般“规律”难以解释
的问题，从而最终发现了以文化张力和价值取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动
力学，即文化意义的社会动力学。关于社会的动力，如前所述，韦伯之
前的一些伟大理论家已经主要从经济、社会层面作出了充分说明，韦伯
自己也以人的社会行动为基础考察了有关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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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组织）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除此之外，韦伯还“始终关注宗教”
（Ｗｅｂｅｒ，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１９７５：３３５）。特别是基于大量的研究，韦伯发现，仅
仅以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说明宗教改革以后西欧某些地区资本主义
兴起问题是十分不充分的，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在这些方面新教与
天主教地区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然而一旦从宗教伦理表现出的价值
取向来看，则两者的区别便变得非常明显。在新教地区，正是由于价值
取向，从而经济心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的变化，才带动其他方面因
素发生重大转变的（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变化的中国人对此应不难
理解，只不过我们改变的不是宗教而是与其等价的意识形态）。类似
地，通过这种价值分析和参照，韦伯还发现了东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根
本差异以及文化张力的不同特点，为后人发明“轴心文明”概念和深化
这一视角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然，韦伯从未轻视经济研究工作以及经济对社会—文化的“制约

性和影响”，而是承认这“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并认
为“只要谨慎地使用并摆脱教条主义的偏见，它在所有可预见的时代都
将仍然是这样一个原则”（韦伯，１９９９：１５）。不过，韦伯反对那种以笼统的
单线论和因果一元论的观点运用这一原则。也就是说，由于价值是具体
的、特殊的和多样性的，因而对不同社会—文化的理解也是具体、特殊的
和多样性的（“文化意义”及其理由“不能从任何规律概念的哪怕是完善
的体系出发来得出、论证和阐明”）。因此，对于人类活动研究而言，不仅
要看到经济的制约性，还要看到文化的制约性。至于它们究竟何者为因
何者为果，则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笼统地强调“经济决定论”或“文化
决定论”都是韦伯反对的。实际上，韦伯历来主张在不同文明脉络（价值
取向）的基础上以一种综合的视角研究人的行动。韦伯研究了经济、法
律、政治、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但他始终是将它们置于某种文化或价
值取向范围内来予以考虑的。由于将研究置于一定文化或价值范围之
内并考虑了现实具体的、特殊的和多样性的情况，韦伯关于东西方资本
主义或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获得了广泛认可，这远比那些教条地和形而上
学地根据一般“规律”推演的研究要更具有效性。此外，由于引入了文化
意义的社会动力学，韦伯便较为合理解释了东西方文明社会变迁中的某
些难题。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谈谈他的文化意义的社会动力学。

·１４·

马克斯·韦伯：基于社会动力学的思考



二、韦伯社会动力学之要义

韦伯的社会动力学与其价值取向和文化张力的观点密切相关。
而这又是与“轴心时代”（Ａｃｈｓｅｎｚｅｉｔ，ａｘｉａｌ　ａｇｅ）文明或“轴心文明”
（ａｘ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的分析角度分不开的。因为在韦伯（１９９９：４８）看
来，包括形成概念和概念批判在内的种种工作，其最终目的就在于获
得“具体历史联系之文化意义的认识”。当然，韦伯并非这一概念的
发明者。它是由同出于海德堡学派的雅斯贝尔斯于１９４９年提出的
（Ｊａｓｐｅｒｓ，１９５３），此后，埃里克·沃格林（Ｅｒｉｃ　Ｖｏｅｇｅｌｉｎ）、９艾森斯塔德
等（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１９８６；Ａｒｎａ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对此又不断加以深入阐述。
但是，毋庸置疑，如罗伯特·贝拉（Ｂｅｌｌａｈ，２０１１：２７１）所言，包括雅斯
贝尔斯在内的许多后起之秀在这方面实际上都受到韦伯深刻的影响

（当然，雅斯贝尔斯在书中多次提及韦伯的弟弟阿尔弗莱德·韦伯
［Ａｌｆｒｅｄ　Ｗｅｂｅｒ］，承认他的文化—历史哲学观点也是其思想的源泉之
一）。韦伯虽然没有创造出轴心时代这一术语，但提到“先知时代”
（ｐｒｏｐｈｅｔｉｃ　ａｇｅ）（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７），而且最重要的是其视
野、思路和研究范围已经充分涵盖了这方面的内容（韦伯生命的最后
阶段除了写作《经济通史》讲义外，主要精力就是放在撰写后来被称
之为轴心文化的研究上）。它与较早完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１９０４－１９０５）一书中的观点遥相呼应，相互印证，形成韦伯独具
特色的文化向度的社会动力学思想。笔者认为，其富有启发性的侧
重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１）诸轴心文明或文化的经济伦理，
即影响经济活动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心态”（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２）超越性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文化价值与现世秩序（ｍｕｎｄａｎｅ　ｏｒｄｅｒｓ）之间的基本张
力与救赎；（３）新型社会精英（尤其是文化或知识精英）的特点和取
向———包括智识运动（知识分子运动）与政治权力之间根深蒂固的
张力。

９．尽管直到《秩序与历史》第２卷的《城邦的世界》中，沃格林才提及雅斯贝尔斯及其概念，但
从内容上看，前者肯定受到后者的启发（参见Ｖｏｅｇｅｌｉｎ，２０００）。

（一）经济心态或价值取向转变的社会动力学意义
当２０世纪初期许多学者都致力于以利益的作用解释人们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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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行为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韦伯却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通
过考察不同文化中的经济伦理和心态来阐述这一方面的问题。１９０４
年韦伯同时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部分和方法论论
文《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这两部极具影响力的
作品。前者主要阐述了禁欲的新教如何促成了现代的理性资本主义
的心态，以及充满内在张力的新教徒为什么比天主教徒在经济上更
成功的问题；后者论证了社会学研究本质上就是通过解释经验现实
的“文化意义”来理解经验现实的问题。前者可以被视为其方法论的
佐证，后者则可被看做是为其社会学论述提供方法论支持。两部作
品相互印证，相得益彰。两部作品的同时问世预示了：从文化价值取
向、伦理和心态研究人的社会行动是韦伯社会学的核心。当然，这不
等于说韦伯在研究中不重视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经济制

度、工业技术、国家理性、市场机制、城市和市民社会发展等等因素的
作用（见《经济与社会》、《经济通史》等）。实际上，在韦伯看来，现代
资本主义的形成极为复杂，它是一个历经几个世纪并涉及经济、政
治、法律、社会和文化的理性化过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韦伯虽然
拒绝总体性的思想，反对以因果一元论的决定论方式阐述问题，但他
也不主张对事物的成因给予均等化的处理（因为这样最终会导致相
对主义，使人们无所适从）。斯威德伯格（２００７：１９５）认为，韦伯的着
眼点是“经济本身，以及它与政治、法律和宗教的关系”。应当说，如
此表述未尝不可，但这还是让人觉得忽略了韦伯思想的精髓。因为
很明显，虽然韦伯认为理性的企业、理性的簿记、理性的技术及理性
的法律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不可或缺———没有前者，便没有后者，
然而，他同时还强调，只有前者，后者未必能够茁壮成长。要想促成
后者成功，还必须有其他重要因素（充要条件），这就是韦伯不断强调
的有利于后者发展的文化价值取向、经济伦理和心态的理性化转变。
实际上，一般而言，前者的产生还是相对容易的，比如在西欧中世纪
后期天主教辖区（如意大利等），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广泛产生（甚至有
学者认为前现代中国、西亚穆斯林社会或多或少已出现类似现象）。
然而历史表明，这种萌芽此后在成长的路上并不顺利，而是步履蹒
跚。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韦伯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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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缺乏经济伦理、心态或价值取向的支持。在天主教辖区，一
些先吃螃蟹的天主教徒市民或商人在从事资本主义营利活动的时候，
往往因违反教廷有关经济活动的传统诫令而遭到盘问、惩罚，即使在宗
教氛围相对弱化的地方，人们的营利活动虽未受到严厉制止，但也不为
天主教的上帝及宗教伦理所鼓励（韦伯，２００５ａ：２９８）。因为“在中世纪
天主教的欧洲，从神学角度看，唯一合法的‘终生职业’就是修道院的圣
职”（托尼，２００６：１４），其他世俗职业，特别是与现代性资本主义相关的
商业活动则缺乏宗教上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即归根结底缺乏价值取向、
伦理和心态的支持。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在传统天主教社会的发展往
往受到严重阻碍。
其二是生活伦理和态度的不适应。人性的弱点往往导致一些人在

经济上致富甚至暴发之后，内心若不具有禁欲的宗教取向和对远大目
标的追求，便很难避免放纵性欲或奢靡的生活方式，其结果往往“‘扼杀
了’那些本可以用于资本生殖的‘萌芽’”。韦伯（２０１０：１６１）认为这是一
种生活“伦理上的缺陷”。它往往导致刚刚冒头的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变
异———营利活动又退化为非理性和非现代性的“传统资本主义”活动，
其典型的例子便是人们所能见到的威尼斯的情况（由于在政治和经济
结构上过多受君士坦丁堡和东方影响，这导致它的商业活动逐渐演变
为权贵资本主义）。
其三是工作伦理和态度的不适应。在韦伯看来，天主教或拉丁世

界的人们因受文化习俗的影响相对散漫和懈怠。一旦他们所习惯了的
且经常性的经济需要得到满足的话，便往往会放松努力甚至停止工作；
他们常常以漫不经心和懒散的态度对待劳动或工作，而不像后来新教
徒那样把工作（劳动）提升到“天职”的特殊高度（伟业的高度）。这往往
不利于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即使有文艺复兴的推动，也难有深刻的
改观。
韦伯认为，西方的这种状况只是在宗教改革后随着新教（尤其是加

尔文教派或清教主义）的兴起才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新教徒的苦行、勤
勉、节俭、敬业精神，新的神宠观念及财富观、“天职”观，极大地改变了
人们的价值取向、人生观、工作（劳动）态度和生活习性，从而影响了人
们的行动，即把懒散、放纵、缺乏理性计算的传统人转变成现代理性的
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福柯后来所说的“规训”过程）。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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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再被视为“必要之恶”而成为神圣之事，传统资本主义的伦理禁
令由此被打破。在加尔文教社团中，只要不是为肉欲和罪孽，积累财
富，甚至赚大钱不仅不再有罪，反而受到极大鼓励，因为教徒们在“预定
论”的想象中认为他们是在“为上帝致富”（韦伯，２００７ａ：１５９），把事业成
功视为上帝的拣选、恩宠和安排的体现，是最具说服力的神迹。于是，
就新教徒的行为而言，出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奇观：对政治变革（如荷
兰起义，英国革命）感兴趣，但却不是出于权力的考虑（实为宗教原因和
为了“基督徒的自由”）；进行经济和产业运作，但却不是为了财富；特别
热心社会事业（“社会参与是基督徒的使命”）（赖肯，２０１１：２３０），但目标
却不是现世幸福。所有这些最终都与文化价值取向和经济伦理的变化
密不可分。而这种变化，尤其是其构成的文化张力，或如韦伯所言的那
种价值理性与目标理性之间的张力，又使社会充满了活力和动力，从而
为从基督徒的自由向公民自由的转变和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

打开了大门。
由于存在这种宗教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价值取向和心态的差异，

在西方（西欧），理性的资本主义固然首现南部天主教地区，但如韦伯所
言其成功则是宗教改革后最先在北部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派）地区获
得的，并由此影响到欧洲其他地区。即便如此，在这方面新教地区与天
主教地区（西欧北南两地）的差距仍显颇大（甚至今天这一点仍依稀可
辨）。由此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强调价值取向、伦理和心态的转变更
为重要。没有这种转变，理性资本主义的成长和成功是困难的（社会和
政治变革固然重要———韦伯并不否认这一点，然而，他认为仅凭这一点
就能过上富裕日子，那就成问题了。要是在观念和价值取向上不合理，
比如说连正当的赚钱也被视为一种罪恶，那怎么能富裕起来呢？中国
当代历史发展表明，当经济—社会条件具备时，观念、价值取向和心态
的转变就变得尤为关键）。这是韦伯学术思想之魂。只有当韦伯从文
化诠释的角度给予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时，问题才得到合理和比较完满
的解答（而这是唯科学主义和因果一元论者所意识不到的）。韦伯在较
早的时期（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谈的是这一问题，在其
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世界诸宗教经济伦理》中）谈的还是这一问题。韦
伯的最后作品《经济通史》通篇都在讲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序的发生和型
构史，然而在这部经济史专著的最后，作者却以“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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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收尾（韦伯，２００６），其用意耐人寻味。１０

１０．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成长的促进作用是间接而曲折的（如韦伯所言
“并非一个简单的‘函数’”）。新教作为基督教的清教派从主观上看也是保守的（其强调“因信
称义”和原原本本回到《圣经》中去）。因此，其本身不会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或者如托尼
（２００６：１３６）所言：“‘资本主义精神’同历史一样古老，它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说，是清教的产物。
但它确实在后期清教的某些方面找到一种激励因素，这种因素激发了它的力量，增强了它原
本就具备的朝气”。了解有关历史的人都知道，宗教改革时期和早期新教社团（如加尔文教
派）是一种具有强烈“集体主义”精神的组织，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可能在其中生存。托尼
（２００６：２０９）说，如果把后期清教徒的个人主义加在早期教派身上，“会使他们惊恐万分”。然
而，“三代人之后”，当这些宗教共同体培养的一代又一代自律、理性、简朴、勤劳和有信仰的教
徒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成为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载体”
之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促进人与社会向现代性转变，推动现代资本主义文
明深入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似乎感觉到只以西方新教兴起的例子说明价
值取向与社会变动的关系，还不足以做到以理服人，于是便设计了十分
庞大的研究计划，力图通过世界主要文明的事例，来说明“由‘理念’创
造出的‘世界形像’”（见文章开头引文）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和社会运
行的（可惜由于较早逝世，韦伯有关伊斯兰和天主教文明的写作计划未
能如愿）。在韦伯看来，他之前的伟大理论家所证明的人的行动受物质
欲望驱使的原理，即“不是理念，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直接支配着人
的行为”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然而，除此之外，韦伯还认为尽管利益
直接支配着人的行动，但它们并不必然决定人之行动的最终方向，决定
方向的是各种各样的“理念”及其现实“形像”，它们“常常像扳道工那
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益推动向前”。这表明韦伯最终要把
人的行动的研究落实在“文化意义”（精神因素或价值取向）上，也就是
“行动根植于宗教之心理的、事实的种种联系之中的实际启动力”
（Ｗｅｂｅｒ，１９４６：２６７）或韦伯夫人（Ｗｅｂｅｒ，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１９７５：３３１－３３２）后
来所解释的“由宗教得出的行动的实际的启动力”。按照这一思路，韦
伯分别描述和阐释了中国（儒教和道教）的、印度教和佛教的、希伯来／
古犹太宗教的文化“图像”（在《宗教社会学》和《经济与社会》中还简略
谈及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早期基督教的文化取向），通过“价值参照”，分
别考察了东西方以及东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由此造成的不同社会变动

特点，其中涉及宗教差异、（目标）理性化程度、经济伦理取向、财富观
（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职业伦理、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等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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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系列的考察，韦伯明确地指出了西方社会为何能够存在自主向现
代性演变的动力，而其他社会在这方面为什么阙如的根本原因（亦即相
关价值取向及其驱力的存在与否的缘由）。这是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全
新的理论阐述。当然，韦伯还比较了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和法律问题，
但这些最终都是为了上述研究做铺垫的。总之，韦伯研究的实质就是
对经济活动和社会变动做出“文化意义”（伦理、价值）的解释。

（二）超越性文化价值与现世秩序之间的基本张力与救赎
超越性文化与现世秩序之间的基本张力与救赎，是韦伯文化诠释

（意义理解）的另一个重点，其反映了韦伯社会动力学的基本取向：文化
张力的强弱和导致的方向影响着社会动力的出路和变迁的性质。众所
周知，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因由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
普遍存在。然而，除了西方文明外，在其他主要文明中这种冲突、矛盾
和斗争并没有自主导致现代性变迁的出现，而无一例外地陷入治—乱
循环之中。如何解释这种差异？显然这在唯科学主义和因果一元论的
决定论那里是找不到合理答案的（它们甚至缺乏此种问题意识）。韦伯
认为，只有从不同文化圈（即后人所谓的“轴心文明”）或不同文化价值
取向的视角分析问题，才能获得有说服力的答案。按韦伯的观点，社会
变迁与社会动力相关，而社会动力最终要由文化价值引领方向。换言
之，文化价值取向不同，社会动力的质量和变迁方向也会不同。东西方
社会在前现代变迁的差异归根结底是由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决定的。
这一点在韦伯关于世界诸文明比较研究中得以清晰的揭示，根据韦伯
（２００５ａ：第１０－１１章）本人的说法，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本质上是要探
讨推动社会变迁的文化张力和救赎的程度与取向问题。也就是说，看
一看当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变动之时是否存在由不同价值取向引发的张

力和救赎，即超越性价值（尤其是宗教超越性理念或某种乌托邦思想）
与现世秩序之间的基本张力与救赎的程度究竟如何。
如前所述，韦伯是通过“价值参照”的方法来展开比较研究的。根

据此种方法，他首先（至少在心中）选取西方在社会文化上最具特色的
内容作为参照系，如权力结构特征、“先知”的特点、（宗教）信念伦理与
现世的紧张关系（张力）、对现世和救赎的态度、知识的维度和知识分子
的处境与特性，等等。在研究中，韦伯（２００４ｃ：３５７）特别关注权力结构
问题。他 提 到 了 “格 列 高 利 七 世 的 改 革 运 动”和 “同 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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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ｂｅｎｂüｒｔｉｇｋｅｉｔｓｄｏｋ－ｔｒｉｎ），也就是卡莱尔（Ｃａｒｌｙｌｅ，ｅｔ　ａｌ．，１９０３：２５４－
２５５）、萨拜因（２００８：上卷２４２）、伯尔曼（１９９３：１１２）等人所说的“教皇革
命”（主教叙任权之争）和“双剑论”。１１尽管韦伯没有对这一问题具体展
开论述，而只是在分析非西方某些国家时反向地予以论述，但还是给人
以较大的启迪。它使人们认识到，这种社会权力的二元结构给西方带
来了一些无意识的后果。它撤销了帝王从前行使的精神权能，剔除了
世俗最高统治者的神性卡里斯马成分，从而有利于西塞罗（２００２：２２９）
所说的那种相互制衡的“均衡类型”以不同形式复现；有利于哈耶克
（２０００ｂ：第一章）所说的“自生自发的秩序”、文化多样性、亚当·斯密所
言的“大社会”、韦伯所言的“理性资本主义”的成长；有利于作为“知识
主义的最主要担纲者”的教士以及后来的世俗知识精英保持相对独立
自主的精神和刚正不阿的风骨，而这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精英或知识界
在思想、制度上相对自治风气的形成具有现实而深远的影响（道森，

１９８９：１０－１４）。

１１．这种理论典出于圣经新约中的“两把刀”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的说
法（和合本《路加福音》，２２：３８；《马太福音》，２２：２１等），以后在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宫殿属于
皇帝，教堂属于教士”的观点、奥古斯丁的“双城”说、教皇格拉修斯（ＧｅｌａｓｉｕｓⅠ）一世的“两权
论”和格列高利七世的“教会自由”等的主张中不断得到强化。其意指教权（精神之剑）与俗权
（世俗之剑）是同等位格，双方应为了共同目的携手并进（参见Ｔｉｅｒｎｅｙ，１９６４：１３－１４０）。

１２．关于基督教意义的自由，黑格尔（１９８１：５１－５２）说：“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个人的人格
和精神才第一次被认作有无限的绝对的价值。一切人都能得救是上帝的旨意。基督教里有
这样的教义：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耶稣基督解救了世人，
使他们得到基督教的自由。这些原则使人的自由不依赖于出身、地位和文化程度。”

应当说，以上几个方面都受到了韦伯的高度重视。不过，每当他对
社会变迁问题研究时，最终都会聚焦于以文化张力为基础的社会动力
学方面，尤其是集中于“宗教信念伦理与现世的紧张关系”方面（韦伯，

２００５ａ：２５２－２７５），也就是艾森斯塔德所说的超越性文化与现世秩序
（或伯尔曼所言的精神价值与世俗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深藏于
社会—政治权力冲突背后的文化张力在西方世界演化出新的文化指
向，即基督教文化中隐含的自由、１２平等、博爱（圣爱）和“民主”（尼摩，

２００９：２０５）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基督教末世论—乌托邦理念（应当把
基督教的某些思想与当时的教会区别开来）。它们的超越性对现世构
成巨大压力并引领社会曲折地沿着超越性价值取向变迁（尽管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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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文化价值到现代性世俗价值观，要有一个斗争、批判、转换、升华的过
程，但前者无疑提供了文化资本和来源）。于是，人们看到，后来的美国
《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基督教一
些思想的世俗翻版、升华与发挥。此外，基督教末世论和救世观念自中
世纪末以来还为一系列基督教或世俗人文主义乌托邦思想的产生提供

了来源和启发，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所有这些对西方，乃至
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是基于对上述西方的价值进行参照，使得韦伯更能明显地看

清其他主要文明在这些方面的不同特点，从而能把握到问题的关键
所在：这些文明在文化张力上的力度较弱且缺乏相关价值取向的引
领。例如，印度教徒虽然追求“梵我一如”和“解脱”（Ｍｏｋｓａ）的境界，
表现出某种超越性，但印度教同时还存在种姓秩序的神义论以及与
此密切相关的灵魂轮回信仰（Ｓａｍｓāｒａ）和业报的教义（Ｋａｒｍａ），这使
得社会冲突、文化张力和救赎的力度大打折扣。因此，如韦伯
（２００５ｂ：１５７）所言，只要这种信仰和教义颠扑不破，“革命的思想与
‘进步’的努力都是无法想见的”。类似地，作为异端，佛教主张“四姓
平等”、“普度众生”，佛教徒谈及大慈大悲的佛、修行、觉悟（Ｂｏｄｈｉ）与
涅?（Ｎｉｒｖａｒａ），从而同样表现出一定的超越性。不过，佛教作为“一
个特别非政治的、反政治的身份宗教”（渴望“无为”、“无心”、“无求”
之境界），主要突出个体修道活动，缺乏“俗人的共同体组织”，在救赎
上对俗人“基本上无所挂怀”（韦伯，２００５ｂ：３１９－３２０、２８１），因此其与
现实的张力以及救赎的力度较弱———主要以“典范”而非伦理义务指
示救赎之路（韦伯，２００４ａ：５０４、５１０）。

１３．中国儒家文化的超越性表现在：儒家讲天、孔圣人、先祖、修己和安人，强调“人禽之辨”，
“义利之辨”的道德自觉，要求人们践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追求
“仁”的境界，甚至也倡导到“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
上），最后入于“知命”的超越，至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参见崔大华，２００１）。

与源于印度的宗教文化不同，中国儒家（儒教）文化，按冯友兰的说
法，“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由于同样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追求更高
的境界，因而也有某种超越性１３（只不过这种超越性主要不是表现在纯
粹宗教上，而聚焦于伦理道德和哲学方面）（冯友兰，２００５：５）。不过，如
韦伯所言，儒家没有“恶根性”（罪感文化）观念，因此，“儒教极度世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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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主义的体系，成功地泯灭了存在于此世与个人超世俗的命令之间的、
基本悲观论的紧张性”（韦伯，２００４ｂ：３５７、３１９），从而“丝毫不知所谓救
赎的需求”（韦伯，２００５ａ：１８６），或者说作为“有权有势的官僚阶层的伦
理，它拒绝任何拯救教义”（韦伯，２００４ａ：５６６）。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身
二任，既为道统和学统，又为政统的担纲者，这使得他们难以“轰轰烈烈
地创造出新的价值导向和新的制度模式”（艾森斯塔德，２０１２：７６），难以
想到进行哪怕是部分的价值重估和制度重建。这是中国社会权力结构
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儒士的“明道救世”精神便大打了折扣———尽
管中国古代也有范仲淹那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僚和士人。因此在
缺乏文化张力和新取向的情况下，中国的拯救最后往往以改朝换代的
循环（治乱循环）而告终。
至于伊斯兰教文化，如约翰·希克（１９９８：５７）所言，其没有基督教

那种“堕落”（原罪）与“拯救”观念，但由于认识到人性普遍软弱，需要改
变“加发拉”（ｇｈａｆａｌａ，忘却真主）状态，因而可以说也存在某种拯救或解
脱的思想（对于苏非派尤其如此）（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１９６３：１９）。不过，在韦
伯（２００５ａ：３０９－３１３）看来，鉴于伊斯兰宗教与世俗之间没有区分（哈里
发或苏丹制的政教合一），其“顺服”的观念（“伊斯兰”本意为“顺服”，指
顺服唯一真神安拉的旨意），往往变成“顺应现世”。在这种情况下，其
文化张力和救赎的思想都极为弱化。
因此，在世界文明中，只有西方文化或文明才存在巨大而复杂的张

力。这种特性是由西方文化构成因素造成的。西方文化中的多元因
素，如希伯来、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因素，自一开始就存在冲突和张力。
它们在实际的社会冲突和斗争的作用下日趋强化，并且逐渐演化出日
益明确的具有新的文化价值的变迁方向。西方社会就是凭借着此种文
化张力（动力）和价值取向（方向）从自发到自觉逐渐脱离旧有传统而迈
进近代门槛的，或者用韦伯的话说，是通过价值理性与目标理性的相互
作用走上现代性之路的（当然，这需要一种从宗教改革到世俗化的转变
过程）。没有这些，西方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例外”（尽管今天在西方这
种张力已大为减弱，甚至如尼采所言似乎正进入一种虚无主义的“末
人”的时代）。
韦伯有关西方文明的研究与非西方文明中文化取向（以宗教为核

心代表）的分析相互印证，说的就是这一道理。尽管他没有来得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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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宏大的项目，但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三）新型社会精英（尤其是文化或知识精英）的特点和取向
文化价值取向主要是由社会精英顺势而为建构和承载的。韦伯深

深懂得作为文化关键担纲者的精英对于社会建构或变迁的意义。他认
为，每一种作为大传统的文化取向起初大多是由新型卡里斯玛式的社
会—文化精英创造的，因为只有卡里斯玛激情才能打破旧有传统。随
着时间的推移，卡里斯玛逐渐弱化和常规化以及新的价值理性的形成，
新的文化取向也日趋定型化并最终演变成新的大传统。在这方面，主
要担纲者当然起关键作用。因此，当韦伯进行相关社会学研究时，他总
是从每一时代活生生的主要行动者（担纲者）的行动意义（诉诸何种价
值，出于什么样的向往、理想和动机）来解读社会的建构、演化或转型，
对于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最具指向性的主要文化的担纲者，尤其如此。
这是韦伯研究社会演化的基本范式决定的。不论是指出古犹太教社会
“利未人”（Ｌｅｖｉ）的作用，１４印度教社会婆罗门种姓的（消极）作用，佛教
“沙门（Ｓｒａｍａｎａ）运动”（反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各派别出家者的思想运
动）主要派别的积极作用，中国儒教社会“士”的作用，还是西方中世纪
新兴市民的作用（韦伯，２００５ｃ），西方天主教教士（尤其是托钵僧）及

１４．韦伯（２００７ｂ：２２７－２９１）在《古犹太教》一书中指出，在希伯来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社会原
本充满各种当地原始图腾宗教、巫术、魔法和非理性狂迷，正是利未人———作为祭司、教师、
“纯理性知识”和理性宗教伦理的主要担纲者（新型精英）———的努力和与各种传统非理性主
义因素的斗争，犹太民族的信仰才逐渐定型于带有某种契约精神和较多理性因素的圣经旧约
一神教信仰上。这也是犹太民族宗教社会的富有自身特色的理性化过程。

新教教徒的作用，无不如此。在韦伯看来，直接支配人们行为的因素当
然是各种各样的利益，而且在特定条件下，不同利益的矛盾还会导致重
大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且这种冲突或斗争往往最终又会导致社会发
生某种变动。不过，如上所述，在韦伯看来，变动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
并非所有主要文明社会都自主发生向现代性的转型。实际上，在诸“轴
心文明”随着稳固的大传统形成以后，除了西方外，其他文明社会虽有
激烈冲突和斗争，但在自身无法演绎出新的文化取向或缺乏新文化的
强力导入下，自身只有改朝换代的命运，而难以克服传统束缚，取得实
质的“进步”。究其原因，韦伯认为，主要归于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张力
和取向的差异，而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又可归因于精英之特点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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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不同，尤其是智识精英及其运动（知识分子及其运动）与政治权
力精英之间张力的差异；二是社会精英在变革中和之后在制度建设上
存在明显差异，对于政治制度尤其如此。韦伯认为，东西方在这两个方
面差别最大。就东方而言，由于缺乏文化的多元性以及作为其载体的
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精英的多样性，因而不论文化张力抑或社会张力，
包括精英之间的实质性矛盾和冲突都是明显弱化的。在这种情况下，
新的价值取向难以生成或成长。人们反对旧制度的统治者或传统的权
威，但不反对制度和传统本身，或者说表面上建立了一种新制度，但实
质上却是新瓶装旧酒。因此，由于未能在新的价值取向引导下有效地
建立起与以往传统有着实质区别的新制度，或者说新的文化理念和制
度萌芽缺乏韦伯所说的那种不断理性化的生活或秩序的支持，卡里斯
马的价值理性的行动带来的起义、革命或变革，往往最终“深陷于卡里
斯马与传统的永恒轮回而难以脱身。传统化成了卡里斯马日常化的唯
一出路”（参见李猛，２０１０）。于是，精英向传统妥协并逐渐被同化，制度
则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混乱之后又照旧延续（“每一次革命都最终以乌托
邦图景和传统之间的和解而告终”［伯尔曼，２００８：２９］）。

１５．波伦亚（Ｂｏｌｏｇｎａ，又译博洛尼亚）法学院是中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法学院，其学生人数至
少上千，且大多来自西欧各国。他们一代代地成为西欧罗马法复兴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参见
伯尔曼，１９９３：１５１）。

与东方不同，西方由于存在文化多元性以及中心与边缘的相对宽
松的关系（边缘存在一定的自主性），或者说没有东方那种权力结构和
“总体性”问题，这导致艾森斯塔德（２０１２：４４）所说的那种“自由资源”
（ｆｒｅ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尤其是文化或知识精英，能够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相
对自主发展，如罗马法复兴者（以波伦亚法学院师生为代表１５）、阿拉
伯—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引进者、亚里士多德的再发现者和传播者（以托
马斯·阿奎那为代表）、以罗杰·培根（Ｒｏｇｅｒ　Ｂａｃｏｎ）为代表的（方济各
会）托钵僧兼实验家和哲学家、新兴市民（从Ｂüｒｇｅｒ到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以
哥白尼为代表的教士兼科学家、基督新教教徒、启蒙运动精英，等等。
所有这些作为不同阶段的新文化价值取向的担纲者和主要推动者，对
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演化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他
们植根于相对自治的新兴市民社会和阶层，依托具有某些特许权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并不断创新文化的大学，逐渐由特殊到普遍地建立起一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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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效的法治的民主自由制度，如自由市场、普选、权力分立、司法独
立或法律至上原则（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ｏｆ　ｌａｗ）、日趋中立的行
政、个人权利保护、宗教宽容和批评的多元化，等等。起初，这类制度或
秩序的形成，如哈耶克所证明的，只是一种自发行动的结果。后来，随
着它们的发展，新的社会精英尤其是理论家和改革家们发现，有些制度
具有比以往所知任何制度类型都更为有效，因此把它们提升到理论、核
心价值和自觉实践的高度。所有这些，按韦伯的解释，都是某种“理性
化”的体现。而这种“理性”既指“价值理性”，又指“目标理性”。通过新
兴阶级或阶层的行动，前者凭借其革命性为“进步”开辟道路，后者则借
助“功利性”制度使前进中释放出来的卡里斯马能量不断“世俗化”、“常
规化”和秩序化。两者形成西方社会理性化的内在矛盾和张力，最终推
动了体现新价值取向的西方社会制度的实际演进。
总之，不难看出，文化价值取向及其精英群体的形成的重要性就在

于，它们“像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益和矛盾推动
向前。韦伯以新教徒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文化取向（或心态）为例对社
会变迁意义给予经典诠释，并以其他文明中文化取向、社会心态和精英
的特点作为反向印证，其用意就在于此。没有这种具有指向意义的文
化精神及其主要担纲者，社会向现代性转型和新制度的建立便无从谈
起。在此，最为关键的是，韦伯要人们理解社会向现代性转型，或者说
理性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而并非自主性的普遍现
象（反之，就其他自成一局之文明的社会行为来说也是如此）。他通过
价值分析和比较文明研究，为社会动力学系统补上不可或缺的另一面，
即文化张力推动的和价值导向的一面，这也就是韦伯文化意义的社会
动力学。

三、结语

以上我们论述了韦伯的价值分析方法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文化意

义的社会动力学。尽管韦伯是古典社会理论家，但其意识和方法确实
是超前的。他对社会动力和东西方社会不同特点的一系列分析和论
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较为准确的，其中蕴含了某些后现代思想并富
于启发性。
首先，韦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表明，社会科学范式是一种“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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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而非“简单性范式”。简单性范式是一种否弃偶性、随机性、个别
性和独特性，以便只保留普遍的规律与简单和封闭的实体的范式，其体
现的是一种受经典科学影响的采取单一线性或因果性决定论的思维方

式。这种范式用秩序来网罗纷繁的世界，并从中驱逐无序性（与有序同
样实在的无序性）。秩序（或者有序性）最终被归结为一个规律（定律）、
一个原则、一个主因。在这种科学观念里，一切都是决定论的，没有主
体，没有意识，没有自主性（莫兰，２００８：５７－６６）。这也是为什么在有此
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以这种观念和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极不准确的原因

之一。与这种范式不同，复杂性范式建立在有着自由意志的人的行动
基础上，它要求人们以多维度、多样性、多因素、多基源、多中心或多元
决定论的方式及其相互关联和作用的角度认识事物。这也是韦伯为何
不愿意做出宏达理论叙述以及把问题主要归于某一方面的原因。当
然，这不是说不存在某些普遍概念、范畴和规律，但韦伯认为在社会学
方面必须对此加以限制，它们只在“文化意义”和价值的范围内才贴近
现实，超出这一点就要冒更大的“理想型”，甚至“乌托邦”的风险，以此
指导实践尤其要谨慎从事。
其次，韦伯关于社会动力学的思考和方法是多方面的。他反对经

济决定论，也不认可文化决定论。他之所以强调社会动力学中的文化
意义和价值取向的驱动性，主要是为了修正和弥补社会学中已有观点
和方法的不足，这不表示他在意识上一味地偏于这一向度。事实上，他
只是把这一点作为其系统阐述的画龙点睛之笔———然而这却是关键的
一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和限度内他才论及文化意义的社会动力学，
强调影响经济活动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心态”。在韦伯看来，利益推动
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功利性活动，但这些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理念
引导中进行的。例如，过去（或在某些社会）被认为是“投机倒把”的行
为，现在（或在另外一些社会）反倒被视为繁荣经济的有益行为，这一
抑一扬的反差折射出潜隐于人们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观念
和心态的变化。不论西方近代之初抑或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都是如
此。没有理念的转变，便没有创新的行动。前者是后者的重要条件，尽
管不是唯一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过去在发展上的一度停滞
和落后首先就是缺乏这种意识或理念转变的条件。那么这种条件是如
何产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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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韦伯认为，这种条件产生的因素就是文化的多元性、社会结
构的多样性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大家知道，轴心时代文化的创生，是人
类不同民族在不同文明圈内自主创造的一次伟大的转型。这种转型使
当时主要文明国家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存在的
飞跃”（ｌｅａｐ　ｏｆ　ｂｅｉｎｇ）（沃格林，２００９：６９）。例如，中国由“帝神”宗教崇
拜逐渐转向世俗伦理（礼俗）的儒家文化，犹太民族由多神崇拜转向一
神论的启示宗教文化，印度由早期吠陀（Ｖｅｄａ）文化转向佛教文化以及
受其影响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文化，希腊则告别宇宙论神话而转
向世俗哲学。尽管这些新兴文化的起因各不相同，但正如韦伯以及后
来的雅斯贝尔斯、沃格林、贝拉等学者所说，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
是它们不可能出自某种一统天下的帝国或大规模的专制体制之内，而
只能产生于某种文化多样性之中，以及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之下。
这也是“现代”文化为何只能首先在西方自主产生的原因之一（当然在
西方，作为多样性的代表，大学等机构曾起到重要作用）。所有这些表
明，就社会学意义的文化和社会创新而言，尽管人们不可能复制历史条
件，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但与此相关的本质条件是不可或缺的。真知
是在“百家争鸣”中产生的，而不是权力精英认定的。
再次，除了上述条件外，重大的文化和社会创新还与能否生成“超

越性”文化价值密切相关。这也是韦伯社会动力学所重点强调的。因
为只有超越性文化价值的存在，才能构成它与现世秩序之间的基本张
力，才有变革和拯救的指向和需要。从历史上看，西方的文化超越性和
张力起初来自基督教以及基督教对世俗社会给予的“恶根性”评价。虽
然在今天看来它是以一种宗教虚幻的形式来体现的，但其中隐喻的文
化意义和价值在长期的教化中却早已内化于人民心中。它们后来在现
实斗争中经过一种去宗教的转换逐渐变成世俗的超越性文化价值。这
种价值通过相关精英的行动带动了西方社会方方面面的制度建构，直
至此种张力逐渐弱化和现代文明的形成。韦伯的结论告诉我们，是否
有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张力的强度如何，是观察社会重大
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论述一下韦伯对精英的看法。韦伯的方法以研究人的行动

之意义著称。这使得他对社会精英，尤其是对其行动具有指向性意义
的那些精英给予高度关注。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些人决定着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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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状态，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除此
之外，韦伯还从另外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例如，他似乎认可尼采的
观点：西方社会自他那个时代开始逐渐进入“末人”（ｌａｓｔ　ｍｅｎ，最后之
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很难再看到近代以来的那种精英，即与
精神性的最高文化价值相联系的精英。由于如今灵魂远没有利益值
钱，于是社会便会呈现如下状态：

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寻欢作乐者没有心肝；在这个虚无
者的想象中，它幻想着自己已经攀上了人类前所未至的文明
高峰（韦伯，２０１０：１１８）。
这段话被认为是尼采的如下话语的翻版和发挥：“最后之人得意地

说：‘我们创造了幸福’”（尼采，２０１１：１０）。在当代西方，由于上帝、形而
上学、乌托邦都遭到了无情的解构，社会中罕有真正的精英而更多的是
受利益和欲望驱动的末人，于是文化便由多样性归于普遍的“虚无”
（“以往价值的贬黜”［尼采，２００７：１５４］），超越性和张力也相应极为弱化
（甚至不存在了）。在此种情况下，社会难有新价值取向的变革，而只能
长期在原有的文化意义限度内波动（斯宾格勒意义的“没落”）。韦伯甘
冒“陷入价值判断”的风险来谈及这一问题，似乎力图要从反面印证其文
化取向的社会动力学之意义，并为后来者留下一面可用来对照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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